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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作

为一种经典的心身疾病，心理社会因素在其发生发

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最新研究发现 IBD 的炎症活动

与心理障碍之间存在双向联系［1］，即焦虑或抑郁等

心理状态会驱动 IBD 的发展，而疾病的炎性活动同

样会影响心理健康，强调在治疗 IBD 时要注意评估

患者的心理状况。受精神心理因素的影响，IBD 患

者不仅病程恶化，生活质量下降［2］，手术风险及医

疗花费也更高［3］，因此充分认识并尽早干预 IBD 患

者的精神心理异常对整个疾病的预后是有利的。现

就 IBD 患者精神心理状态的流行病学、人格特质、

临床表现、发病机制及干预措施的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

一、流行病学

IBD 患者常伴随精神心理异常，2016 年发表

的一篇系统综述显示 35.1% 的 IBD 患者会经历焦

虑；21.6% 的 IBD 患者会经历抑郁［4］。相对而言，

克 罗 恩 病（Crohn disease，CD）患 者 的 抑 郁 症 状 比

例（25.3%）较 溃 疡 性 结 肠 炎（ulcerative colitis，UC）

（16.7%）更高。而在活动期，IBD 患者的焦虑发生率

达 75.6%、抑郁发生率达 40.7%，均明显增高。IBD

患者中焦虑障碍（符合疾病诊断标准）的患病率为

20.5%，抑郁障碍（符合疾病诊断标准）的患病率为

15.2%，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影响 IBD 患者心理障碍

发展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疾病活动度和侵袭性疾

病表型［5］。最近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证明，随着

·综述·

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研究进展

罗娴 曾淑妃 张斌

510515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精神心理科

通信作者：张斌，Email： zhang73bin@hotmail.com
DOI：10.3969/j.issn.1009-6574.2021.11.009

【摘要】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反复发作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

和克罗恩病（CD），其发病机制迄今未明，可能与免疫反应、遗传易感性、环境触发、肠道微生态及精神心

理等因素有关。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精神心理因素对 IBD 的发生发展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现就近年

来 IBD 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的研究进展进行简要综述，提示临床医师需重视识别 IBD 患者的精神心理

状态，心身同治将是未来 IBD 治疗的趋势。

【关键词】  炎症性肠病；  精神心理状态；  心理干预；  综述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071488）；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基金（2019Z014）

Research progress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Luo Xian， 
Zeng Shufei， Zhang Bi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Bin， Email： zhang73bin@hotmail.com

【Abstrac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is a type of recurrent chronic non-specific intestinal 
inflammatory disease， including ulcerative colitis （UC） and Crohn's disease （CD）. Its pathogenesis is unknown 
so far， and may be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immune response， genetic susceptibility， environmental 
triggers，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sychological factors have a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BD.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briefly review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IBD， suggesting 
that clinicia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mental state of patients with IB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ind and body treatment will be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treatment of IBD.

【Key words】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sychological statu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Review
Fund programs： General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2071488）； Dean 

Foundation of Nanfang Hospital （2019Z014）



· 808 ·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1 年 11 月 20 日第 21 卷第 11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November 20，2021，Vol.21，No.11

时间的推移，焦虑、抑郁与 IBD 的临床复发有显著

的相关性［6］。另一项大型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后

续患 CD（HR=2.11）和 UC（HR=2.23）的风险显著增加，

证实了抑郁症和 IBD 发生的相关性［7］。

二、人格特质

IBD患者有很多共同的人格特质，包括强迫、神

经质、依赖、焦虑、不恰当的激进或愤怒等，但目前

没有证据支持某一种人格特质可诱发IBD的假说［8］。

Sajadinejad 等［9］认为，IBD 患者最常见的人格特征

为神经质、完美主义。高神经质可以影响心理健康，

降低生活质量；完美主义则会带来消极的认知偏差

和对压力的高度敏感。IBD 患者紧张、多虑的个性

特点可能使他对病情过度担忧，适应不良，而病程

的冗长复发及治疗效果不佳，使患者患病后出现一

些复杂的心理变化，如悲观、失望、抑郁等，如此恶

性循环，加重了个性上的心理问题。故有研究者认

为 IBD 特征性的个性特质很可能是继发于长期的疾

病。这些共同的个性问题不会直接引起IBD的发生，

而是对疾病恶化及复发产生影响［10］。

三、临床表现

精神心理因素和 IBD 症状有很强的相关性。焦

虑、抑郁是 IBD 患者最常出现的精神心理异常。最

近的研究显示，慢性腹痛也是 IBD 患者常见的心理

状态异常表现，此外，IBD 患者还常出现不同程度的

疲劳和睡眠障碍［11］。

（一）焦虑

IBD 患者的焦虑主要来源于对疾病的恐惧及担

忧，如 IBD 的预后，是否会复发或恶化；病程的不确

定性，是否有肿瘤风险，是否需要手术等。同时，

IBD 所致的躯体不适、治疗费用高昂、药物的不良反

应、社会支持缺乏、社会功能下降等各方面均可对患

者造成心理压力而引发焦虑。研究发现焦虑会恶化

IBD症状，提高住院率和手术率，降低生活质量［12］。

（二）抑郁

抑郁在 IBD 诊断前后均有报告，以情绪低落为

主要特征，丧失兴趣或愉快感，常伴有认知、行为和

躯体症状，严重时会悲观绝望，甚至出现自杀意念

及行为。自杀是 IBD 中一种未被充分认识的抑郁症

状。丹麦的一项针对27 053例自杀者（1981—2006年）

的分析报告显示，与对照组相比，CD 患者（OR=1.1～ 

2.3）及 UC 患者（OR=1.9）的自杀风险更高［13］。

研究显示 IBD 疾病活动和抑郁发作之间存在相

关性，但部分 IBD 静止期患者也出现抑郁症状。有

观点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异质性的疾病，不同的症状

群有不同的病因，例如，躯体性抑郁症状（如疲劳、

食欲减退、睡眠不足）更可能与活动性炎症有关［14］，

而认知症状（如无价值感、自责自罪、自杀观念）在

静止期也可能发生，提示其可能是与 IBD 活动无关

的共病精神状态，在选择治疗时应加以考虑。

IBD 合并抑郁预示着较差的病程，包括复发、住

院和手术的风险增加［15］。研究显示，抑郁症及相关

躯体症状，可影响压力感知、情绪控制、疾病管理和

生活方式，导致社会功能丧失［16］。

（三）心理相关躯体症状

与心理相关的躯体症状，如慢性腹痛、疲劳和

睡眠障碍在 IBD 患者中尤为普遍。相对于抑郁中的

认知症状，疲劳及睡眠障碍这类躯体症状被发现与

炎症水平升高有更强的相关性，故单列介绍。

1. 腹痛：疼痛被定义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和情

感体验。无论是在 IBD 的活动期还是静止期，腹痛

均很常见，影响生活质量并引发焦虑。急性腹痛往

往与疾病的活动度相关，50%～70%的IBD患者在疾

病发作时感到疼痛［17］。与此不同，慢性腹痛不仅与

中枢神经系统的重组，也与脑-肠轴的失调有关［18］。

脑 - 肠轴的失调使 IBD 患者倾向出现焦虑和抑郁。

情绪失调（焦虑和抑郁）会输出刺激，降低疼痛阈值，

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对肠神经产生影响，导致肠道

蠕动异常，使腹痛加重。约 1/3 的缓解期 IBD 患者

出现慢性腹痛、腹泻等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样症状，与内脏超敏反应及精神因素

的影响有关，CD 比 UC 更容易出现 IBS 样症状［19］。

2. 疲劳：疲劳被描述为“与体力消耗不成比例

的，异常的或过度的精力缺失”，不能通过休息缓解，

是 IBD 患者重要的临床症状，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和工作效率下降。高达 50% 的 IBD 患者报告有疲劳

症状，CD 患者的疲劳（48%～62%）比 UC（42%～47%）

常见［20］。多项研究表明，疲劳与临床活跃的 IBD 有

关，活动期患者报告的疲劳发生率（60%～80%）高

于缓解期患者（20%～40%），提示疲劳是由促炎细胞

因子和激活的免疫系统介导所致［21］。但即使是 IBD

缓解患者，疲劳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多种

病因可导致 IBD 患者出现疲劳，如疾病活动度、贫

血、营养缺乏、药物不良反应、心理障碍等。其中睡

眠质量和心理因素（如焦虑、抑郁、共存 IBS）被认为

与疲劳的发生显著相关［22］。

3. 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在 IBD 患者中并不少见，

据统计，77% 的活动期患者和 49% 的静止期患者经

历不良睡眠［23］，常存有睡眠潜伏期增加（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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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片段化（维持困难）、白天疲倦加重以及自我报

告的睡眠质量下降，影响生活质量。有观点认为睡

眠障碍可能是影响 IBD 疾病进程的一个潜在环境触

发因素。IBD中的睡眠紊乱和慢性炎症可形成自我延

续的反馈循环：IBD的慢性炎症使睡眠质量恶化，而

睡眠减少加剧了炎性细胞因子和炎性环境的产生［24］。

研究表明，活动期 IBD 患者报告的睡眠质量明显比

静止期患者更差，而 IBD 缓解期患者在睡眠异常期，

复发的风险增加［25］。

四、发病机制

精神心理因素参与 IBD 的病理生理基础，可能

与脑 - 肠轴（brain-gut axis）有关。脑 - 肠轴是中枢

神经系统与肠道之间的双向通信系统，涉及中枢

神经系统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自主神经系统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下 丘 脑 - 垂 体 - 肾 上 腺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轴、肠 道 免 疫

系统、肠道黏膜屏障和肠道微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机体通过脑 - 肠轴之间的神经内分泌网络的双向环

路进行胃肠功能的调节称为脑肠互动，脑 - 肠轴的

失调与 IBD 活动密切相关［26］。

精神心理变化（包括抑郁、焦虑、压力等）可定

义为威胁内平衡的一个因素，作为持续的应激影响

脑 - 肠轴［27］，激活中枢神经系统，刺激 HPA 轴，兴

奋交感神经系统，降低迷走神经张力，促进糖皮质

激素、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多种激素的分泌，

通过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炎性介质、诱导肠道的过

激免疫应答，引起内脏超敏反应，肠运动节律异常、

肠道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菌群失调等一系列变

化，加重肠道炎性反应。而肠道炎性细胞和（或）介

质水平的产生，可以激活迷走神经，改变中枢神经

递质的释放，又会引起认知、情感、行为方面的障碍，

反过来影响心理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而 IBD 冗长的病程，长期且频繁的腹痛、腹泻

等不适也使患者遭受躯体及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由

此引发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问题。随之而来的

经济压力，社会功能的影响，药物的不良反应，对疾

病预后的担忧等社会心理因素又使患者的躯体痛苦

更加显著，进一步降低治疗依从性，从而加重病情。

五、心理干预

目前对于 IBD 的治疗仍主要以药物和手术治疗

为主，但新的治疗药物和方法也日益受到关注，心

理干预正是其中之一。常用的心理干预手段有心理

治疗和（抗抑郁）药物治疗。

（一）心理治疗

目前研究显示心理治疗能够改善 IBD 患者的情

绪症状、躯体症状及生活质量，对疾病活动亦有一

定效果［28］。其中认知行为治疗、催眠和正念技术被

证明是最有前景的方法。相比成人，儿童拥有更多

的心理治疗支持证据。2018 年欧洲克罗恩病和结

肠炎组织（ECCO）发布的儿童 UC 管理指南中指出儿

童IBD中心应根据当地资源提供心理支持［29］。总之，

心理治疗对 IBD 的有效程度有待进一步探索。

1. 认 知 行 为 治 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CBT 是通过改变个人非适应性认知和行为模

式来改善心理问题的治疗方法总和，包括认知治疗

和行为治疗两大方向，具有高度结构化、短程高效、

目标明确等特点，适用于合并抑郁焦虑的 IBD 患者，

同时对改善睡眠障碍、缓解慢性疼痛也有效［30］。在

众多 IBD 的心理治疗方法中，其支持证据最多。尤

其是对于患有抑郁的儿童 IBD 患者［31］，CBT 能减轻

疾病相关活动性症状。目前CBT已被证实是一种改

善儿童 IBD 抑郁症状和社会功能行之有效的方法。

2. 催眠（hypnotherapy）：催眠为 IBD 的标准医疗

提供了一个辅助手段。催眠有效最有力的证据是

其与 IBD 活动相关的炎症减轻及生活质量的改善

有关。催眠疗法能使 IBD 患者放松，集中注意力向

内以屏蔽压力或干扰性刺激，进入深度恍惚状态，

对平常不受意识控制的生理过程进行调节，从而改

变肠道功能状态，可减轻腹痛等症状、降低疾病的

活动度及提高生活质量。近年来，肠道定向催眠疗

法（gut-directed hypnotherapy， GHT）已 成 功 用 于 功

能性胃肠疾病。最近，有小样本研究显示其亦可改

善 IBD 患者的肠道症状及生活质量。特别针对 UC，

GHT 似乎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增强静止期 UC 患

者的临床缓解［32］。

3. 正念（mindfulness）：正念是一种与心理健康和

幸福相联系的心理技能，它鼓励患者把意识集中在

当下，采取开放的、不评判、客观的态度来接纳目

前的思维、行为和心身体验，防止执着于痛苦的生

理感觉及消极的认知，避免过度的、不必要的烦恼。

正念通常通过一系列呼吸、冥想和运动来训练患者

对此时此刻的注意与觉知。专注于当下可以减轻

IBD 患者的躯体不适（如腹痛）及避免 IBD 患者沉浸

在负面认知里（如将疾病发作的影响灾难化）无法抽

离。正念干预已被证明可改善 IBD 患者的焦虑抑郁

情绪及生活质量，对同时存在 IBS 型症状的 IBD 患

者尤为有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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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物治疗

抗抑郁药又称中枢神经调节剂，主要包括：选

择 性 5- 羟 色 胺 再 摄 取 抑 制 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5- 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

素 再 摄 取 抑 制 剂（serotonin 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s），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 5- 羟色

胺能抗抑郁药（noradrenergic and specific serotonergic 

antidepressants， NaSSAs）及三环类抗抑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TCAs），具有抗焦虑、抗抑郁、镇痛、

助眠及改善胃肠道症状等作用。

抗 抑 郁 药 在 脑 - 肠 互 动 异 常（disorders of gut-
brain interaction， DGBI）疾病中的疗效已被证实，目

前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方法也尝试应用于 IBD 中。

一项近 600 万人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证实抗抑郁治

疗可降低将来 CD 的发生风险（SSRIs 及 TCAs）及 UC

的发生风险（SSRIs、 SNRIs、 NaSSAs 及 TCAs），对病

程有益［7］。人体研究表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BD

患者结肠黏膜组织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和 5- 羟色胺

含量降低，这可能有助于解释 SSRIs 在 CD 发病中的

保护作用及 SSRIs、SNRIs 等在 UC 发病中的保护作

用。但 SNRIs、NaSSAs 只降低 UC 的患病风险，而对

CD 无保护作用，由此推测 UC 和 CD 之间的黏膜免疫

和屏障稳态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对抗抑郁药物反应差

异的重要原因。最近的一项系统评价显示抗抑郁药

不仅能治疗IBD患者的焦虑抑郁，提高生活质量，而

且能通过控制躯体症状和减少炎症改善患者预后［34］。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抗抑郁药对炎症的潜在作用，而

抗抑郁治疗可能对 IBD 有益的机制涉及诱导迷走神

经产生抗炎作用及恢复 HPA 轴功能。最新研究发

现抗抑郁药可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起到抗炎效

果，从而降低 IBD 活动指数［35］。只是，关于 IBD 的

大多数试验都是回顾性和观察性的研究，缺乏随机

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目前只

有 3 种抗抑郁药物（噻奈普汀、度洛西汀及氟西汀）

进行了 IBD 的安慰剂对照研究，其中一项还是非随

机的，而且样本量都偏小［34］，因此，亟需大型临床

试验来证实抗抑郁药对于 IBD 的治疗作用。

综上，IBD 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

异常，对其进行心理筛查、监测及管理是必要的［36］。

心理干预不仅能有效改善 IBD 患者的焦虑抑郁等心

理状态，也能减少疾病活动及胃肠道症状，提升生

活质量［37］，可见精神科参与的多学科合作诊疗模式

有利于改善 IBD 的疾病结局。心身同治的综合治疗

应成为未来 IBD 治疗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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